
2021年11月11日，北京一个巨大的屏幕显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肖像。摄：Tingshu Wang/Reuters/达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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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 中共党史 中国政治 评论

年 中共第十九 中央委 会第六 全体会议在北京 会议上通过 《中共中央

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如何解读中共的“第三次历史决议”？

尽管对习来说，党内看起来没有任何有组织和有力量的反对声音，但是对“忠诚”和“服从”的需求，在“二十大”面前
仍然极为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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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1月8日至11日，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中共党史上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也是自1981年以

来40年内的第一次。尽管截至发稿时，《决议》仍未公布全文，但《六中全会公报》已经列出了决议的大

纲内容。

什么是“历史决议”？相比前两份决议，如今的“第三次历史决议”有什么不同？这份决议对习近平时代而言

意味着什么？本文试图梳理和解释围绕着《决议》的这些问题。

问题一：什么是历史决议？历史决议为何重要？ 


《决议》在中共历史上都标志着领导层的巩固和未来一段时间党的行动路径

的确立，同时也讨论中共领导集体中哪些人犯了哪些错误，即将路线和人事

上的斗争结果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加以巩固、凝结。

中共以文件治党治国，在各种文件中，国家宪法、中共党章、党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等文件都涉及中共“从何

而来，往何处去”的历史叙述。但专门针对历史问题的“历史决议”可说是中共党史叙述的最高权威，是众多

官方党史叙事的底本。

“历史决议”是中共高层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锤定音，固定党史问题的结论，以此清理历史遗产，总结历史

成就，继而统一党内思想和政治方向，并树立领导人的权威。因此，“历史决议”不仅仅是关于党史的宏大

叙述，更重要的是服务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塑造中共的自我形象和未来道路，所以非常重要。

“历史决议”是中共从苏共学习和创造的产物。在苏共党史上并不存在“历史决议”，但苏共党史上充满了围

绕着路线和权力的党内博弈与斗争。因此对党史的成文固定也是苏共史上的重要传统。

1932年，在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主持下，苏共开始编修其早期党史和俄国革命史，并在中央书记

处专门设置了委员会统筹。1938年，在斯大林对苏共的大清洗之后，《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历

史：简明教程》编纂完成并投入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将苏共的党史视为“正确路线”（从列

宁到斯大林）和“错误路线”或叛徒（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间的不断斗争。在当时的历史

形势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成为斯大林巩固党内政治与历史地位、统一党内历史论述、肃清政

治对手，并向全世界社会主义政党宣传的重要手段。《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从1930年代到1950年

代翻译为数十种语言，印刷超过4000万册。在中共历史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一度是党员

的必读学习材料。



其后，苏共也发生了数次路线变化：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

路线；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回归“新斯大林主义”；戈尔巴乔夫时代则转向“新思维”。在每一次的调整

中，苏共都对发行的党史进行了修改。

2021年7月1日，在纪念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仪式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门上、已故国家主席毛泽东画像上方发表讲话
后，向人群挥手致意。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相比苏共，中共开启了以“历史决议”为历史定调的独特模式，这是中共历史上的独特创造。在历史上，毛

泽东曾大力推动中共党员干部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研究指出，在延安整风时代，《联共

（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写作方式——正确与错误路线在党的历史上的斗争，被毛泽东借鉴，从而形成了

中共历史上的第一次历史决议——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第一次“历史决议”之后的近四十年，中共没有新的历史决议出台，直到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于1945年4月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之前由1942年持续到1945年的“延

安整风”运动中，中共通过党内文件学习、政治检查和自我批评等方式，重组了权力架构，确定了毛泽东在

党内的最高权力。在随后1945年夏天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正式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关

http://ww2.usc.cuhk.edu.hk/PaperCollection/Details.aspx?id=2621


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承延安整风运动，后续中共“七大”和国共内战。《决议》批评了毛之前的陈独

秀、李立三、王明等人的不同程度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左倾”错误，并将毛的革命理论树立为正

确的典范。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是在1981年6月第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在这次会议

上，文革后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职务。会议同时选举胡耀邦为党主席，

赵紫阳为副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进行了功/过划

分，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教训。这一《决议》和决议通过前后的中共领导层人事调整，被视为邓小

平全面掌权的标志。

无论是1945年的《决议》，还是1981年的《决议》，在中共历史上都标志着领导层的巩固和未来一段时

间党的行动路径的确立。同时，《决议》也讨论中共领导集体中哪些人犯了哪些错误，即将路线和人事上

的斗争结果以历史决议的形式加以巩固、凝结。起到在确立的领袖之下“团结全党”的作用。

问题二：和前两次历史决议相比，新历史决议有何不同？ 


“前两次”历史决议的制订背景，都是党内的长期政治斗争，需要以决议形

式平息党内对政治历史的讨论分歧。但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决议，是在其政治

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后，再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产物。

在今日一早的中共中央发布会上，与会的官员直接宣布，新的决议和先前的两份决议是不同的。“与前两个

决议不同”，第三份历史决议“着重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而前两份决议则主要处理党

史上的“重大历史是非问题”。

也就是说，先前的历史决议集中党的历史错误和如何纠正错误，是“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我们犯

错”和“我们已经纠正错误，正在开创新局”的问题。习近平时代第三份历史决议则着重中共的历史成就和功

绩，是“为什么我们对”和“我们将继续对下去”的定论。

相同的是，三份历史决议都是在中共认定的历史关键节点颁布，希望达到统一党内思想，团结党员国民，

树立领导人的历史地位，向新的历史阶段前进的目标。不过，“前两次”历史决议的制订背景，都是党内的

长期政治斗争，需要以决议形式平息党内对政治历史的讨论分歧。但习近平时代的历史决议，是在其政治

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后，再迈向下一个阶段的产物。

1945年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旨在批判1927年国共分裂后的中共三次“左倾”错误，继而



原先一度“正统性”不足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正确路线”——包括“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等，从

而建构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史体系，颂扬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81年的《决议》则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危机，中共同时面对否定“文化大

革命”的需要，与否定文革导致党的根基受损的担忧，《决议》最终微妙地将毛泽东个人和“毛泽东思想”区

分开来，在保持“毛泽东思想”为绝对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同时，否定毛泽东个人对“毛泽

东思想”的偏离，才酿成错误。其亦肯定“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政策开辟道路，因为后者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先前的两份《决议》的主要执笔人都是中共史上的著名“文胆”胡乔木。在《决议》的形成过程中，都经历

了拟订初稿-党内讨论-修改文稿-大会通过的过程。其中，邓时代的第二次历史决议经历了反复的修改和讨

论过程。历史学家萧冬连在著作中提到，胡乔木曾经认为第二份历史决议要比第一份更难写：“六届七中全

会那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把那些时期的问题归结为两条路线，然后作历史分析，而现在情况复杂多了”。在

形成初稿后，第二次《决议》经过了邓小平口中“畅所欲言，众说纷纭”的全国高级干部4000人大讨论，讨

论期间共发快报88期，简报938期，其后又经过书记处政治局和元老、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六中全会预

备会议的三次讨论，期间由经过了邓小平的各类公开讲话和胡乔木的各类公开社论作为铺垫。

2021年6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北京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时挥手致意。摄： 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习近平时代的这份《历史决议》，和先前两次《决议》的格式类似，全文分为七个部分。但第三次《决

议》的行文重点和风格，和先前两次大大不同。这份决议的重点落在中共百年的成就——尤其突出“十八大

之后”，即习近平执政后九年的成就。可以理解为，“历史决议”中“中共的百年”服务于“习近平的九年”。习

时代被塑造为百年以来中共种种追求的集中实现代表。这些成就包括了打贪反腐和官场整治、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环境治理、香港的“由乱到治”等等。

相比前两份《决议》，第三份《决议》的诞生过程显得更为集中、范围更小。尽管对《决议》的准备在

2020年就显然已经开始。在当时“学党史”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

党历史论述摘编》中，邓的部分摘编了大量1980年前后围绕第二次《决议》的讲话和座谈。这可以被视为

是党内高层在当时已经在准备新的一份《决议》的信号。

《十九届六中全会公报》中并没有提及第三次《决议》形成的过程。数年前在出台同样很重要的另一份文

件——《十九大报告》时，中共宣传部门详细列举了报告撰写的流程、讨论方式和收集建议的模式。而第

三次《决议》目前为止则在宣传上没有给出这些信息。可以猜测，这份《历史决议》相比之前的撰写模

式，可能更加反映“顶层设计”和“集中部署”。

问题三：“第三份历史决议”之前，习如何表述和使用中共历史？ 


可以说，第三份《决议》更大程度上是对过去数年的这些意识形态建设的一

次成文汇总。

自习近平执政开始，对中共党史的叙述、讨论的边界就在不断收紧，加固。习提出“两个不能互相否定”的

框架，并以政治加压和政治运动的方式牢牢将党史的话语权掌握在官方手上。

习近平上任不久后的2013年，互联网上流传出据称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内部出台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

情况的通报》，其中列举意识形态领域的威胁，包括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即将挑战主流党史叙述的历史

说法打成“历史虚无主义”。文件还要求包括“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之类的内容属于危险，

是为“七不讲”。

2013年，在中央党校举办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否定”的党史框架：“（改革开

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虽有差别，但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

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更进一步，习近平将这种历史观视为“重大政治问题”，联系到苏共的倒台：“古人说：‘灭人之国，必先去

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

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

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

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2021年6月28日，北京鸟巢举行的庆祝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群众大会上，作为观众的军人离开了体育场。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2015年，习近平出席胡耀邦纪念大会并发表讲话。讲话中习着重强调胡耀邦在革命和改革中为党作出的贡

献，重新将之与1980年代的自由化思潮进行切割。

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被正式确立为中共领导的“核心”。这是这个名词在江泽民之后第一次

出现在中共最高领导人身上。同年，多由改革派老干部主导的、汇集了许多党史讨论的期刊《炎黄春秋》

遭到整顿。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立法。这部法律意在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中共史上

的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 其实际效果也收紧和打击了民间对党史问题的议论



的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其实际效果也收紧和打击了民间对党史问题的议论。

2019年的中共十九大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其后，习宣布了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中共党史教育活动。要求各级党员学习中共建党的历史，组织拜访革命圣地，并组织开会

学习，撰写心得报告。这一活动也和对“十九大精神”和“习思想”的学习相结合，视作习将自己的地位和党

的百年历史结合的新一步。

2021年是中共建党100周年。习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建党庆祝大会之余发起了新一轮的党史学习活动，即

“党史学习教育”活动。党员被要求组织起来阅读四本“指定书目”分别为习近平编着的《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和《中国共产党简史》。同时各地党组织还要组织专题学习、宣讲、民主生活会和

组织生活会，对习时代编定的党史进行研读讨论。

通过这一系列的运动，在第三份《历史决议》之前，这份决议中对中共党史的理解和对习时代的定位，就

已经下渗和深入到了中共的各级组织和各级党员中了。可以说，第三份《决议》更大程度上是对过去数年

的这些意识形态建设的一次成文汇总。

问题四：第三份历史决议如何评价毛泽东和邓小平？ 


习的第三次《决议》重在“既肯定毛，也肯定邓”，而这“两个肯定”的最

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大更好地肯定习时代的执政。

许多评论认为第三次历史决议是“反邓拥毛”，但《决议》并未推翻先前两份《决议》中的任何一份。 


《决议》完全继承了中共《十九大报告》对党史的时期和阶段划分：中共党史被分为三个阶段四个时期。 


其中首段是从中共建党直到1970年代末。尽管内文没有用毛时代这个词，但这段时期集中突出毛泽东的成

就，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当中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两个时

期。这个时期主要取得的成就包括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就是“站起

来”。

而第二个阶段是邓小平掌权到2012年习近平上台，被定义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涵

盖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位领导人。当中，历史决议重点突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贡献，而将江胡二

人列入邓小平政治遗产的余绪。这个时期，是“富起来”的历史。



第三次《决议》没有对前两次决议有任何修改和否定。在今日的发布会上，相关干部表示说：“重大历史是

非问题，前两个决议基本都解决了”，认为其基本论述是仍然适用的。也就是说，第三次《决议》没有要重

新“处理历史问题”的意思。

在1981年的第二次《决议》的写作中，邓小平和其他高层曾经反复斟酌如何评价毛。第二次《决议》的撰

写过程中最大的争议并非文革，而是1957年“大跃进”一直到1966年的文革中间这十年的毛该如何评价。

为免将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历史写成一连串的错误史，第二次《决议》采纳了中共元老陈云的意见文本，将

本来只计划论述1949年之后历史的文本拉长至1949年以前，这就在不削弱毛泽东“错误”的同时突出了毛

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使得“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

和广为形成的认知不同，邓小平时代的第二次《决议》，本身也带有强烈的“保护毛”色彩。因而第三次

《决议》对毛时代的评价，也没有超过和改变第二份《决议》。

同时，通过只强调成就而不聚焦问题，第三份《决议》回避了党内和社会近年来对邓小平时代的评价问

题。从左派和自由派两个角度出发，“邓小平时代”或者说“改革开放时代”留下了一连串争议——经济自由

化、国企职工下岗、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问题浮现；邓时代还留下了一胎化政策、六四

事件、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处理问题。这些仍然激烈的“左右之争”，在第三次《历史决议》都没有试图提及

和解决。邓小平理论在第三次《历史决议》中被评价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而“改革开放是决

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

上了时代”。《决议》同时也肯定了被归入“邓时代”的两位前任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的功绩被

分别定义为“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和“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因而，如果认为第三次《决议》将处理“前后三十年”问题，那么这份《决议》并没有带来任何新的变更：

一切仍然按照习在2013年提出的路径——“两个不否定”。不否定毛，也不否定邓。相反，习的第三次《决

议》重在“既肯定毛，也肯定邓”，而这“两个肯定”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大更好地肯定习时代的执政。



2021年2月12日，福建省福州市烟花在建筑物上空盛放，庆祝农历新年。摄：Yang Enuo/VCG via Getty Images

问题五： 第三份《决议》会如何影响“二十大”？习还有哪些挑战？ 


在“二十大”之前通过“历史决议”不断强调核心与忠诚，目的很明显——

是以更高级别的形式确定整个党对习近平领导的支持和服从，在接下来的

“二十大”上给习更大的空间实践自己设想的人事和组织安排。

外界普遍认为，在预定于2022年即明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习将会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职务，从

而打破此前中共领导人连任两届一共十年的惯例，开启习时代的第三个五年任期。和先前的两次《决议》

类似，第三份《决议》也先于党的大会出台，是为“二十大”上习连任造势的一次布局。

第三份《决议》的重点，是强调习时代的伟大。其中包括了赞扬习的“原创性思想”——如提出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作出“新时代社会矛盾变化的判断”、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和“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要管党全面

从严治党”等等。其将习定位为从建党的“第一个一百年”到建国的“第二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的重要领导

人。这多少暗示了无论习是否还亲自执政，其思想指导的“习时代”都将在相当的时间内维持。

在《历史决议》中，中共党史的第三个阶段从2012年习近平执政开始，这个时期被命名为“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时期”。历史决议重点突出习近平的成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

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

方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

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这个时期，被上文描述为“四个伟大”，是中共带领中国“强起来”的历史。



描 为 是 共 领 起 史

通过这些论述，《决议》不断强调认定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是党的“正确选择”。在“二十大”之前通过“历史

决议”不断强调核心与忠诚，目的很明显——是以更高级别的形式确定整个党对习近平领导的支持和服从，

在接下来的“二十大”上给习更大的空间实践自己设想的人事和组织安排。尽管对习来说，党内看起来已经

没有任何有组织和有力量的反对声音，但是对“忠诚”和“服从”的需求，在“二十大”面前仍然极为强烈。

然而，在中共历史上，《历史决议》形成的“团结”也会面临现实的斗争和党内冲突。如1949年后毛泽东要

不断面对来自党内的挑战——高岗、刘少奇、林彪；又如1980年代初的“团结”很快被1980年代末党内的

斗争和现实的社会运动所撕裂。如此，“二十大”也并不会因为如今的《历史决议》就完全会是习近平的“胜

利大会”。正如在六中全会会议进行中，中国各地的新一波疫情以散点的形式不断出现、蔓延至十余省份，

“清零”和“与世界同步”的防疫压力令习曾经大力宣传的“抗疫胜利”面临现实反弹的威胁。而这又和中美新

冷战同步，持续为中国经济施压。对瞄准“二十大”的习近平来说，政治“黑天鹅”和“灰犀牛”仍然是力图防

范的对象。

何况，既然新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并没有在意识形态上对中共先前通过两份决议形成的传统予以调整，

那么邓时代的那份《历史决议》也就仍然生效。那份1981年的历史决议的抨击对象中，包括了终身制领导

和“个人专断”的作风。既然它没有被宣布无效，那么无论是要争取连任，还是要不断延续他的“习时代”，

无论现实如何，习近平都仍然要给出解释，证明自己并非在实践这样的作风和路线。以面对党内或明或暗

的质疑和反对。


